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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 本研究发现， 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

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 “预测” 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 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

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

明，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 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

下降， 与此同时， 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 ２􀆰 １ 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 中国人口

１９７０ 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 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

对较高。 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
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 此外， 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

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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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由于人口变迁一般规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 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大幅度

下降， 进入 ９０ 年代后， 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２０１２ 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 ２４６， 然而， 生

育率的持续下降并没有带来人口的迅速减少， ２０１２ 年全国人口仍保持 ４􀆰 ９５‰的正增长水平①。 这主

要是由于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在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即人口年龄结构中育龄妇女占有较高比重， 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结果。 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必

然会导致未来人口的减少， 一旦人口正增长惯性的作用消失殆尽， 负增长惯性取而代之发挥作用， 便

会加剧人口减少的速度。 为避免因到时再来提高生育水平而无法有效及时地抑制人口负增长以及缓解

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颁布并开始实施适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 例如允许 “双独”、
“单独” 家庭生育二胎。 可见， 探究掩盖于人口年龄结构之下的真正的人口增长水平以及蕴藏在人口

年龄结构内部的人口增长惯性， 对于清楚地了解人口长期发展趋势， 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以及人口增长惯性问题， 研究发现， 早在 １９９０ 年人口

内在自然增长率就已由正变负， 人口负增长惯性正在逐渐积累起来［１ － ２］。 总体而言， 这类研究基本是

针对不同时期人口增长趋势的分析与模拟， 尽管能够直观地给出具体一段时间内或某个时间点上的人

口总量， 但却需要建立在稳定人口的假设之上， 即年龄别生育率与死亡率保持长期稳定不变［３］， 也

就是要求同一时期各年龄人口具有相同的生育和死亡模式， 显然这在现实中难以满足， 尤其是在社会

变迁比较明显的时期。
从本质上讲，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实际测度的是代际间的年均更替率。 妇女终身生育率、 出生婴

儿性别比、 妇女存活概率以及平均世代间隔是构成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主要参数。 但是， 平常我们

无法直接观察到未结束生育期的年龄组 （队列） 妇女的终身生育率， 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任一年份

各年龄组 （队列） 妇女当年生育率并加总得到总和生育率。 这是很多研究会直接应用总和生育率分

析时期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 而非应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角度的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原因

之一。 但对于前者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方面， 应用前者所分析得到的结果无法代表任一真实人口队列

·２·
① 数据来源：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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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水平； 另一方面， 总和生育率的较强波动性将难以对长期人口发展趋势进行稳定的预测。 相反

的， 后者并不存在上述问题， 虽然无法直接刻画出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 但至少能够作为时期人口内

在增长水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根据各年龄人口的真实变化趋势分析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的长

期发展规律，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未来人口的变化方向及增减速度。 然而，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如

何缩短甚至消除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而令其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随着研究者们对总和生育率的深入认识和分析方法的不断改进，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总和生育

率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 邦戈茨 （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 和菲尼 （Ｆｅｅｎｅｙ） 指出常规的总和生育率会因为时期生

育年龄的变动 （所谓的进度效应） 而产生显著的失真， 因而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 简称 Ｂ⁃Ｆ
方法［４］， 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人口学界的广泛热议并催生出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一些研究对于

这一指标到底在测量什么提出了质疑［５ － ７］， 因为它既不是对时期生育水平的估计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终身生育率［８］。 邦戈茨和索博特卡 （Ｓｏｂｏｔｋａ） 新近提出了对该指标进一步改进的方法， 并认为在一

定条件下， 比较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是合理的， 如用于队列生育率变化很慢， 没有显

著波动， 而时期生育率的分布形状变化也很小的当代欧洲人口［９］。 显然， 这种转换方法也并不适用

于任何一类人口群体。
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进行测度的尝试， 并验证了该方法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及合理性［１０］。 作为后续研究， 本文将进一步以预测效率和稳定性为标准， 比较初育年龄测

度法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 并探讨上述两种方法在预测人口内在自然增长

率方面的差异。 以此为依据， 本文将从队列视角揭示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潜力， 并结合人口年龄结构的

变化特征探讨未来中国人口可能的发展趋势。 目的在于与时期性质的人口变动水平进行对比， 从另一

个侧面为长期人口预测以至生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 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１．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其对终身生育率的估计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一些国外学者就已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无法准确反映生育数量的变化： 受

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 即使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不发生改变， 年度间的总和生育率也会被提高或

降低。 瑞得 （Ｒｙｄｅｒ） 首先提出应用一个人口中每个队列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量对这一扭曲进行调整

的思想［１１］， 在此基础上， 邦戈茨和菲尼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 将这种扭曲称之为生育进度效应， 并

运用某一时期前后两年的分胎次平均生育年龄差异作为调整系数， 试图用来消除该效应以得到真正的

生育数量水平［４］。 具体的调整思路可由如下的基本数学表达形式做出解释：

ＭＡＣ ｉ ＝
∑４９

α ＝ １５
ｆｉ，ｘ( )∗α ＋ ０􀆰 ５

∑４９

α ＝ １５
ｆｉ，ｘ

（１）

ｒｉ ＝ （ＭＡＣ ｉ，ｔ ＋１ － ＭＡＣ ｉ，ｔ －１） ／ ２ （２）
ＴＦＲ∗

ｉ ＝ ＴＦＲ ｉ ／ （１ － ｒｉ） （３）

ＴＦＲ∗ ＝ ∑
ｎ

ｉ ＝ １
ＴＦＲ∗

ｉ （４）

　 　 从上述公式可知，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仅根据不同胎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进行调整， 并不需要

额外的信息。 其中， ｉ 表示胎次， ＭＡＣ ｉ 表示分胎次的平均生育年龄， ｒｉ 是调整系数， 公式 （２） 是经过

整理后的简便表达形式， 其计算依据是以当年及上一年生育年龄的平均数作为平均生育年龄年初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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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年与下一年的均值作为年末值， 最终用年末与年初的差值表示当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 如果当

期的总体生育时间表现为向后推迟的状态， 即 ｒｉ ＞ ０ ， 那么得到的 ＴＦＲ∗ 将大于 ＴＦＲ ， 也就是说实际

的生育势能并没有在当期完全释放出来， 而是向后累积， 观察到的生育水平要低于真实的生育水平。
当然， 可能会出现 ｒｉ ＞ １ 、 ＴＦＲ∗ 为负的异常现象， 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动幅度非常大。 郝娟、 邱长

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证实的确会存在这种可能性［１２］。 虽然这与数据的质量有一定关系， 但主要应

是由于该方法要求年龄别生育率曲线形状不变、 各年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第 ｉ 孩年龄的年变化幅度相

等， 一旦现实与这一强假设条件相差较远，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１３］。
随着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研究的不断深入， 近期， 邦戈茨等人在原方法的基础上将生育率替

换为生育概率， 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孩次结构与进度效应的调整指标 ＴＦＲｐ∗， 并用欧洲多国的数据

验证了其较 ＴＦＲ∗具有更强的稳定性［９］。 一般来说， 新指标的稳定性如何是多数研究探讨的焦点， 因

为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标准而难以对其效度进行评价。 由于目前不完全具备计算所需的数据， 因此，
暂时难以将 ＴＦＲｐ∗ 应用于中国生育研究中［１４］。

不过， 邦戈茨认为， 在特殊条件下， 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与那些在同时期内已达平均生育年龄妇女

队列滞后取得的终身生育率值还是可以比较的。 例如， １９６５ 年 １５ 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平均生育年龄

为 ２５ 岁， 那么该队列的终身生育率对应的是 １９７５ 年调整的总和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总和

生育率是 ５ 年的移动平均值， 而不是真正的终身生育率。 尽管该方法较为粗糙， 而且中国生育水平变

化的实情确实很难满足二者的可比条件， 但这却是目前为止最能够简单有效地将总和生育率转换为终

身生育率的方法， 可将其简称为总和生育率转换法。
２． 利用初育年龄对终身生育率的模拟

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 一生的生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后一生育事件的发生必定建立在前一

生育事件的基础上。 因此， 一方面遵循基本的生理规律， 另一方面根据初次生育时间选择和终身生育

数量的决策机制， 推断属于前期生育行为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高度相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而

且在统计学上得到了强力支持［１０］。 该方法的具体思路是根据可获得的时期跨度较大的 １５ － ４９ 岁年龄

别生育率数据， 分别计算出不同队列的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 采用双对数模型进行模拟， 另外需加

入时间变量以捕捉其他因素对终身生育率的影响， 基本模型如下：
ｌｎＣＦＲ ＝ β０ ＋ β１ ｌｎＭＡＣ１ ＋ β２ ｌｎＹＥＡＲ ＋ ε （５）

　 　 然而， 过去高生育水平时期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的拟合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于更替水

平以下时期的预测， 关键在于人们对二胎生育的改变情况。 如果同一年份出生的多数人的最少生育数

量为两个孩子， 那么当终身生育率降至 ２ 附近时， 很难再按照过去的水平随着初育年龄继续下降； 如

果大部分人普遍能够接受 １ 个孩子的最少生育数量， 那么二胎会同多胎一样与初育年龄的变化高度相

关， 而在接近 １ 的水平上放缓下降速度。 在中国， 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城镇， 同时计划生育政

策也相对宽松， 并且其生育观念也较为传统， ２ 个孩子仍可能是多数农村人口的最低生育数量需求。
而在城镇， 仅生育一胎的家庭则会更多。 当然， 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迁移， 以及城乡间人口流

动的加速， 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会与城镇人口逐渐趋同。 因此， 可以模拟当社会总体的终身生育水平

降至 ２ 附近时， 未来人口全部遵循城镇和农村人口两种极端情况下的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并且根据农

村和城镇人口比重对其进行加权平均， 从而得到更可靠的预测结果。
３． 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比较

既然初育年龄测度法和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均可以得到终身生育率的估计值， 那么就能够以真实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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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对不同方法的结果进行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检验。 根据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

率数据①， 可以计算得到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８ 年开始进入生育期的 ２９ 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②。 从数据上

显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实际终身生育率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 而 １９７７ 年 １５ 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数

值则出现了略微上升的现象， 为考察这一变化是新的趋势还是数据的异常情况， 我们进一步估计了

１９７９ 年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 假设其相应的缺失 ４９ 岁生育率数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

计。 因此， 实际上是应用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９ 年 ３０ 个完整队列的终身生育率真实值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

行评价， 比较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初育年龄测度法与总和生育率转换法估计值与真实值的比较

　 　 注： 根据总和生育率转换法计算 １９５１ － １９９１ 年 １５ 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需要对应 １９６４ － ２００４ 年的 ＴＦＲ∗

值， 其中， １９６４ － １９９６ 年 ＴＦＲ∗ 值引自： 郭志刚． 时期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 ［Ｊ］ ．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００ （１）；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 年

ＴＦＲ∗ 值是作者根据历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中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中， ＣＦＲ 是 ３０ 个育龄妇女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真实值， ＣＦＲ∗ 是利用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终身

生育率估计值， ｍｅａｎＴＦＲ∗ 和 ｍｅａｎＴＦＲ 分别表示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对应的队列终身

生育率估计值。 从稳定性的角度分析， 很明显 ＣＦＲ∗ 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 而 ｍｅａｎＴＦＲ∗ 和

ｍｅａｎＴＦＲ 的波动性较高， 且偏离 ＣＦＲ 。 调整过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常

规总和生育率， 体现为更加平稳的变化趋势， 但仍然明显不如 ＣＦＲ∗ 。 从效度方面看， ＣＦＲ∗ 与真实

值 ＣＦＲ 保持高度一致， 由常规和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在 １９５１ －
１９６７ 年 １５ 岁的 １７ 个育龄妇女队列中与真实值的偏差较大， 而这些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恰好对

应的是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修匀值， 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 该时期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起

伏落差非常大。 ６０ 年代末期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有所

缩小， 并且变化相对稳定， 这与中国进入 ８０ 年代后总和生育率变动幅度小相关。 反向预测表明， 应

用总和生育率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效度并不高。
若以 １５ － ３５ 岁一胎年龄别生育率数据计算初育年龄， 则可以预测出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进入生育期的

１２ 个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 从图 １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 １５ 岁育龄妇女队列的终

身生育水平继续平缓下降。 虽然对于这部分预测值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终身生育率以验证预测的

·５·

①

②

数据来源： １９８２ 年全国 １‰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 １９８８ 年全国 ２‰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１９９２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表；
历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４ 年以及 ２０１０ 年的缺失年龄别生育率数据用缺失年份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来补充。
１９７８ 年 １５ 岁的妇女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４９ 岁， 完成了整个生育周期； 而 １９７８ 年以后满 １５ 岁的妇女 ２０１２ 年尚未完成生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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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 但可以与 ｍｅａｎＴＦＲ∗ 和 ｍｅａｎＴＦＲ 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

计值介于两者之间， 并且更接近 ｍｅａｎＴＦＲ∗ 的平均变化趋势， 说明其预测结果至少不会与总和生育率

估计法产生较大偏差。
计算终身生育率的目的之一是测度相对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从稳定性的角度看， ＣＦＲ∗

在整个区间都远远优于 ｍｅａｎＴＦＲ∗ 和 ｍｅａｎＴＦＲ 。 也即， 与去进度效应和常规总和生育率修匀值相比，
初育年龄法能提供对妇女终身生育率更稳定的预测值， 因而更接近稳定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过去的经验表明， 由初育年龄预测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但是， 我们不仅

无法观察到妇女未来的实际终身生育率， 甚至无法统计 １９８０ 年以后年满 １５ 岁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
因而无法用实际观察值来验证预测值。 然而， 正因为无法得到观察值而又需要预测， 我们才需要相对

准确的方法。 如果解释过去的能力可以合理延伸到预测未来， 则初育年龄测度法不失为一种相对较好

的方法。

三、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时期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分析， 并将其与常规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

比较， 说明隐藏在背后的人口内在增长势能［１，３］。 但从长期来讲， 应用终身生育率等队列指标计算得

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口增长潜力的表达。 如前面所述， 初育年龄测度法相

比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能够有效、 稳定地对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 这一结果能否继续在人口内在自然增

长率的分析中得以体现， 队列角度的潜在人口增长水平究竟如何， 这是进一步将要探讨的内容。
１． 涵义及计算方法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ｒ 与净再生产率 ＮＲＲ 的计算需要相同的基本要素， 即分年龄的女婴生育函

数 ｍ（ａ） 和存活函数 ｐ（ａ） 。 严格来说， 有一点明显不同的是，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是稳定人口假设

下测量人口增长潜力的时期性质的指标； 而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则表示育龄妇女在生育期末平均生育的

女孩数， 也就是度量生育的妇女能否在数量上 “复制她们自己”， 似乎作为队列指标更为合理一些。
若要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统一研究对象为真实队列还是假设队列。 由于本文的目的在

于研讨真实人口队列的潜在增长水平， 因此，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涵义将被解释为两代人之间的年

增长率， 具体的计算参数也均应用相应的队列指标。
洛特卡将 ｒ 与 ＮＲＲ 的关系表示为如公式 （６） 所示，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等同于净再生产率的对

数与平均世代间隔 Ｔ 之比：

ＮＲＲ ＝ ｅｒＴ，　 ｒ ＝ ｌｎＮＲＲ
Ｔ （６）

　 　 净再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终身生育率 ＣＦＲ 、 出生婴儿中女婴所占比例 Ｓ ， 以及育龄妇女存

活到平均生育年龄的概率 ｐ（Ａｍ） 三者的乘积［１５］， 见公式 （７）：
ＮＲＲ ＝ ＧＲＲ·ｐ（Ａｍ） ＝ ＣＦＲ·Ｓ·ｐ（Ａｍ） （７）

　 　 其中， ＣＦＲ 的计算过程前面已有讨论； 假定年龄别性别比相同， 生育女孩的比例 Ｓ 即为一个不随

年龄变化的常数， 这种近似也较为合理； 而 ｐ（Ａｍ） 的计算要相对复杂一些， 需要通过构建女性人口

生命表估算死亡概率， 但由公式 （７） 可知， ｐ（Ａｍ） 可以表示为净再生产率与粗再生产率 ＧＲＲ （不考

虑妇女死亡情况） 之比， 引用王丰等测算的中国 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６ 年 ＮＲＲ 值和 ＧＲＲ 值［１］， 便可以得到历

年的 ｐ（Ａｍ） 值。 由于缺乏关于早期全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系统调查， 因而无法转换得到队列性质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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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ｍ） 指标。 鉴于死亡水平的变化幅度不大， 暂且以 ｐ（Ａｍ） 的五年移动平均值代替在对应年份进入

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的 ｐ（Ａｍ） 值。
科尔 （Ｃｏａｌｅ） 证明平均世代间隔近似等于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平均生育女儿年龄的均值， 同时

也证明了当死亡率曲线不是异常时 （如战争、 瘟疫）， 可以由年龄别生育率近似求得［１６］， 具体表达

形式如公式 （８） 所示：

Ｔ ≈ 􀭵ａｍ － δ２ ｌｎＧＲＲ
２􀭵ａｍ

（８）

　 　 综合公式 （６） － （８），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ｒ ＝ ｌｎＣＦＲ ＋ ｌｎＳ ＋ ｌｎｐ（Ａｍ）
Ｔ （９）

　 　 根据基础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 出生婴儿性别比以及引用的人口粗、 净再生产率数据得到的用于

计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各参数指标值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用于计算 １９５０ － １９９１ 年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各参数指标值

年份 ＣＦＲ∗ ｍｅａｎＴＦＲ∗ Ｓ Ｐ（Ａｍ） Ｔ 年份 ＣＦＲ∗ ｍｅａｎＴＦＲ∗ Ｓ Ｐ（Ａｍ） Ｔ
１９５０ ５􀆰 ５０８ － ０􀆰 ４８５ ０􀆰 ７３２ ２８􀆰 ３５７ １９７１ ２􀆰 ２７０ ２􀆰 ４２８ ０􀆰 ４７３ ０􀆰 ８９０ ２６􀆰 ００１
１９５１ ５􀆰 ２６４ ７􀆰 ０１２ ０􀆰 ４８０ ０􀆰 ７３１ ２８􀆰 １８９ １９７２ ２􀆰 １８６ ２􀆰 ４３２ ０􀆰 ４８０ ０􀆰 ８９０ ２６􀆰 ０５６
１９５２ ５􀆰 ０３８ ６􀆰 １９０ ０􀆰 ４７６ ０􀆰 ７４１ ２８􀆰 １１２ １９７３ ２􀆰 １２９ ２􀆰 ４３６ ０􀆰 ４９６ ０􀆰 ８９０ ２６􀆰 ０４８
１９５３ ４􀆰 ７４１ ５􀆰 ７７８ ０􀆰 ４８１ ０􀆰 ７５１ ２７􀆰 ９９３ １９７４ ２􀆰 ０７９ ２􀆰 ４２８ ０􀆰 ４８１ ０􀆰 ８９１ ２５􀆰 ８３６
１９５４ ４􀆰 ５３９ ５􀆰 ７８２ ０􀆰 ４８４ ０􀆰 ７６１ ２７􀆰 ７６０ １９７５ １􀆰 ９９０ ２􀆰 ４５８ ０􀆰 ４６９ ０􀆰 ８９２ ２５􀆰 ８４７
１９５５ ４􀆰 ３４６ ５􀆰 ７８２ ０􀆰 ４７４ ０􀆰 ７７２ ２７􀆰 ４５４ １９７６ １􀆰 ９９５ ２􀆰 ５０８ ０􀆰 ４７３ ０􀆰 ８９８ ２５􀆰 ６２５
１９５６ ４􀆰 ２１１ ５􀆰 ６５０ ０􀆰 ４７７ ０􀆰 ７８８ ２７􀆰 １７４ １９７７ １􀆰 ９８６ ２􀆰 ５０８ ０􀆰 ４７７ ０􀆰 ９０４ ２５􀆰 ４３１
１９５７ ４􀆰 １４９ ５􀆰 ５２６ ０􀆰 ４８５ ０􀆰 ７９２ ２６􀆰 ８６０ １９７８ １􀆰 ９２５ ２􀆰 ４００ ０􀆰 ４７８ ０􀆰 ９１１ ２５􀆰 ３５４
１９５８ ４􀆰 １２０ ５􀆰 ５２６ ０􀆰 ４８２ ０􀆰 ７９９ ２６􀆰 ５２４ １９７９ １􀆰 ８７６ ２􀆰 ２４６ ０􀆰 ４７５ ０􀆰 ９１９ ２５􀆰 ２５６
１９５９ ４􀆰 ０６６ ５􀆰 ５５８ ０􀆰 ４８４ ０􀆰 ８０４ ２６􀆰 １８１ １９８０ １􀆰 ９２８ ２􀆰 ４００ ０􀆰 ４６３ ０􀆰 ９２４ ２５􀆰 ３０４
１９６０ ３􀆰 ９４９ ５􀆰 ２３４ ０􀆰 ４８２ ０􀆰 ８１０ ２５􀆰 ８９８ １９８１ １􀆰 ９０８ ２􀆰 ２４６ ０􀆰 ４７１ ０􀆰 ９２５ ２５􀆰 ２６３
１９６１ ３􀆰 ８０１ ５􀆰 ０２８ ０􀆰 ４７６ ０􀆰 ８１１ ２５􀆰 ７６３ １９８２ １􀆰 ８８４ ２􀆰 ０４０ ０􀆰 ４７３ ０􀆰 ９３０ ２５􀆰 ２９１
１９６２ ３􀆰 ６０３ ４􀆰 ７９８ ０􀆰 ４８６ ０􀆰 ８１１ ２５􀆰 ６５９ １９８３ １􀆰 ８４２ １􀆰 ７５８ ０􀆰 ４７２ ０􀆰 ９３３ ２５􀆰 ６０２
１９６３ ３􀆰 ４２９ ４􀆰 ５３０ ０􀆰 ４７９ ０􀆰 ８１０ ２５􀆰 ６２７ １９８４ １􀆰 ８２０ １􀆰 ７５８ ０􀆰 ４６５ ０􀆰 ９３６ ２５􀆰 ６０１
１９６４ ３􀆰 ２７６ ４􀆰 １５８ ０􀆰 ４７８ ０􀆰 ８０９ ２５􀆰 ５６４ １９８５ １􀆰 ７８５ ２􀆰 ０４６ ０􀆰 ４６０ ０􀆰 ９４０ ２５􀆰 ８２３
１９６５ ３􀆰 １２７ ３􀆰 ８３８ ０􀆰 ４８１ ０􀆰 ８０９ ２５􀆰 ５４４ １９８６ １􀆰 ７５８ ２􀆰 ０１６ ０􀆰 ４７０ ０􀆰 ９４５ ２５􀆰 ８２４
１９６６ ２􀆰 ９４５ ３􀆰 ５４２ ０􀆰 ４７９ ０􀆰 ８２５ ２５􀆰 ５７６ １９８７ １􀆰 ７３２ １􀆰 ８９９ ０􀆰 ４６８ ０􀆰 ９４５ ２５􀆰 ８６０
１９６７ ２􀆰 ７９１ ３􀆰 ２１０ ０􀆰 ４８１ ０􀆰 ８４１ ２５􀆰 ６０６ １９８８ １􀆰 ６８３ １􀆰 ８８０ ０􀆰 ４６８ ０􀆰 ９４５ ２６􀆰 ０７７
１９６８ ２􀆰 ６４０ ２􀆰 ９２８ ０􀆰 ４８４ ０􀆰 ８５７ ２５􀆰 ７０３ １９８９ １􀆰 ６４９ １􀆰 ９２７ ０􀆰 ４５７ ０􀆰 ９４５ ２６􀆰 １０６
１９６９ ２􀆰 ４８３ ２􀆰 ７５０ ０􀆰 ４８７ ０􀆰 ８７３ ２５􀆰 ９０３ １９９０ １􀆰 ６０７ １􀆰 ４４９ ０􀆰 ４５９ ０􀆰 ９４８ ２６􀆰 １７４
１９７０ ２􀆰 ３５９ ２􀆰 ５６０ ０􀆰 ４７６ ０􀆰 ８８９ ２６􀆰 ０１０ １９９１ １􀆰 ５６８ １􀆰 ５０３ ０􀆰 ４６４ ０􀆰 ９５０ ２６􀆰 ２６３

　 　 数据来源： 同图 １， 以及王丰， 郭志刚， 茅倬彦． ２１ 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Ｊ］ ． 人口研究， ２００８ （６）： ７ － １７。
注： １􀆰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１ 年数据为预测部分数据， 其中ＣＦＲ∗ 和ｍｅａｎＴＦＲ∗ 预测方法如前所述； ２􀆰 由于假定年龄别性别比不变， 缺失年龄的男、

女出生人数并不影响最终女婴比例的结果； ３􀆰 计算 Ｔ 需要预测平均生育年龄􀭵ａｍ， 假设高年龄组生育率的缺失不会对􀭵ａｍ 造成较大的影响。

　 　 ２． 队列角度的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由表 １ 中的各参数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即 １９５０ － １９９１ 年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

到其生育下一代之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 ２ 所示。 其中， ｒ、 ｒ′和 ｒ∗依次代表根据

终身生育率真实值、 利用初育年龄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预测得到的估计值计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

长率。 总体而言， 图 ２ 中所显示的不同增长率曲线形状与各自对应的终身生育率曲线形状类似， 说明

与人们的预期一致， 生育水平是衡量人口内在增长潜力的最主要的指标。 然而， 随着生育数量逐渐稳

定维持在较低水平， 平均世代间隔的延长会成为促进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 队列角度的人口潜在增长水平始终保持稳定下降的趋势，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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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５０ － １９９１ 年 １５ 岁的育龄妇女队列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同表 １。

１５ 岁的育龄妇女从其出生到生育下一代女孩期间， 这两代女性人口以年均 ２２‰的速度进行更替， 直

至 １９７０ 年出现负增长现象， 也就是说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５ 岁的育龄妇女这一代人开始， 平均生育女孩的规

模小于母亲这一代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 ７０ 年代初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对应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介于

２􀆰 ２ － ２􀆰 ３ 之间， 高于普遍应用的 ２􀆰 １ 的更替水平， 这主要与中国偏高的男女性别比有关， 女婴比例

过低会造成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时期， 马瀛通在其研究中同样指出考虑高性别比在内的更替水平也应

提高［１７］。
对于整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 真实的以及由初育年龄测度得到的人

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 代际之间的人口迅速减少； 而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得到的数

值则体现为接近零增长水平的长期波动， 直至 ８０ 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负增长， 明显这与在其他参数

指标变化不显著时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事实相违背。 虽然预测部分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水平较为接近，
但仍可以从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态势中看出， 初育年龄测度法比总和生育率转换法具有更强的

稳定性。 由初育年龄预测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１５ 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下一代女孩数量在以年均 １５‰
左右的速度减少。 由于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实施， 而且最多也仅放宽到二胎生育， 因

此， 根据过去的发展趋势粗略外推， 对于本文无法预测到的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而言， 其人口内在

自然增长率将会继续下降。

四、 未来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简要分析

结合前面对不同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估计以及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 可以尝试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
如图 ３ 所示，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并不规则， 有几处明显的

缺口， 从上至下的第一个缺口是由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出生人口减少， 然而随后

便出现生育的反弹， 经过周期性重复， ８０ 年代出生的人口大量减少， 并且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

展， 第二个缺口有所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 又经过一轮世代更替， 第三个缺口已经并不明显， 人口数

量的变化趋于稳定。 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中， ２０１０ 年处于生育期的育龄妇女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岁至 １９７５
年 １５ 岁） 占有较高比重， 对应类似于松柏型人口金字塔的向外最凸出部分。 即便通过图 ２ 可知，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５ 岁的队列开始， 真实的人口增长就已进入负增长状态， 但从传统的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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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

　 　 　 注： 为方便结合队列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分析，

这里的纵坐标解释为对应年份 １５ 岁的人口队列。

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来看， 中国人口至今仍表现为正

增长。 可见， 父母一代的庞大基数掩盖了子女规模不

断缩小的事实， 从而保持总人口数逐年增加。 另外，
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引起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

素， 随着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进入老龄阶

段， 这一因素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更为明显。
然而， 由过去高生育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正增长

惯性正在慢慢消失， 总人口中比重较高的人群逐渐退

出生育期， 比重较低的队列进入生育期， 同时人口内

在增长水平处于负增长阶段， 因此， 中国人口逐步减

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只是现阶段较低的生育水平又

进一步为未来积累负的增长惯性， 在两者的合力作用

下， 人口规模缩小的态势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例如，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推测 １５ 年后的情况， 也就是

位于图 ３ 中人口金字塔底部的 １５ 个队列整体进入生育期， 即使终身生育率能够恢复到 ２􀆰 １ 的更替水

平， 也很难通过新生人口实现总人数的增长。 正如前面所述， 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对人口增长

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 但恐怕到时也难以抵消负增长的势头， 并且会加重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实行的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降低了

新生人数的增加， 但却无法及时地抑制人口正增长惯性所产生的作用， 以至于在政策实施的 ４０ 多年

间中国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生育水平固然是人口政策关注的重点， 但

由其带来的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长期影响人口金字塔底部数量， 更是不容忽视的。
运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以将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缩短十几年， 也就是说在

２０１０ 年的人口结构中， 终身生育率以及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能够由已知的 １９７９ 年及更早年代进入生

育期的队列推延到 １９９１ 年， 甚至于可以进一步依据初育年龄的估计值预测更年轻的育龄妇女队列的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 进而再结合生育模式便能够模拟不同年龄结构下的人口变化情况。 这样既可以

对过去人口增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也能够为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思路。

五、 结论及建议

年度间的人口增长水平实际上包含真正的人口内在增长潜力和由年龄结构决定的人口增长惯性两

方面的作用。 为充分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本文以真实的人口队列为研究对象， 运用两种不同方

法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 对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行了初步分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

文通过与邦戈茨等人新近提出的由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率估计的方法相比较， 证明初育

年龄测度法在反向 “预测” 过去时具有明显更高的精度， 在描述现在和正向预测未来时具有更强的

稳定性， 因而更有利于进行长期人口预测。 初育年龄测度法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缩短了终身生育率的

时滞期限， 增强了运用终身生育率分析队列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的实际可能性。
研究同时证明， 在估计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方面， 初育年龄测度法同样要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

法。 研究表明， 以队列为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开始已经下降： 进入生育

期的育龄妇女所生育女孩的规模已经小于其本身的规模， 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进入负增长时期。 根据

我们的预测， ９０ 年代初期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 其生育的女儿数量以年均 １５‰左右的速度在减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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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研究还发现， 对应正增长到负增长转换临界年份的育龄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为 ２􀆰 ２８， 高于

普遍认为的 ２􀆰 １ 的更替水平。 这与中国偏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关， 因为新生婴儿中女性比例偏低，
只有妇女更高的终身生育率才能维持整个人口的替代率。

有关人口的决策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年龄

结构作用的人口惯性增长。 结合 ２０１０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制的人口年龄金字塔， 可以看出， 在

目前生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中国总人数仍呈增加态势的原因主要是处于育龄期的人口占有较高比

重， 以及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 在未来后者可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 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

需要充分认清其对现有人口增长水平的作用， 还要考虑到对未来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 也是中国人口政策的目标。 面对低生

育水平的现实， 过去人口政策中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在现在被适当放宽。 然而，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初

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因此， 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应注意对生育时间的控制， 如

果人们的意愿生育时间越来越晚， 即使政策上允许生育二胎， 甚至多胎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
一些欧洲人口的经验研究也同样主张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来影响人口发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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